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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共同政策-日本及南韓對北韓政策的同床異夢 

(20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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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南韓為美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同盟夥伴，同處第一島鏈前沿，共同面臨

北韓的武力威脅。惟由於兩國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歧異─南韓相

較日本對北韓的「威脅認知」較低，在北韓情勢緩和初期及緊張僵局時，其傾向

採取積極和緩政策，尋求兩韓「共同利益」，藉機提升區域影響力；相反的，日

本則會在北韓情勢緊張初期及和緩僵局時，採取強硬政策，尋求提升日本安全防

衛能力可能。日本、南韓對北韓認知及作為差異性，導致其面對金正恩上任後加

強核武及導彈發展造成東北亞安全情勢緊張下，政策的協調及一致性未隨之提

升，形成在美國安保體系協調下之「想像的共同政策」 (imagined common 

policy)。 

關鍵字：威脅認知、聯盟理論、日本與北韓關係、南韓對北韓關係、北韓核武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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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d Common Policy: Same Bed with Different Dream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North Korea’s Policy 

(2012-2019) 

Chuan-Hsuan Chang
*
 

Abstract 

Bo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US security alliance partners in Northeast Asia, 

locate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facing North Korean military threats. 

However, both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North Korea’s “threat awareness” 

and “common interests”. For example, South Korea’s perception of North Korea’s 

threat is lower Japan’s. When North Korea’s situation eased at the early stage or tensed 

in the deadlock, South Korea tended to adopt a proactive mild policy, sought both N.K. 

and S.K.’s “common interests,”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nhance regional influence. 

Conversely, Japan adopted a tough policy and sought to improve its security and 

defense capabilities when facing North Korea’s initial period of tension and moderate 

stalemate. Such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led to no improvement in 

their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nsistency when they confronted Northeast Asia’s tense 

security situation resulting from Kim Jong-un's intensified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Such differences also resulted in “imagined common policy,” 

which was produced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US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threat perception, theory of alliance, Japan-S.K. relationship, S.K.-N.K. 

relationship, North Korea nuclea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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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針對聯盟形成因素，現實主義認為可分為「權力平衡」、「威脅平衡」、

「利益平衡」三類。其中，所謂「威脅平衡」形成的聯盟，係指國家彼此考量共

同外在威脅後，選擇以結盟方式強化防衛力，盼藉此抗衡共同安全威脅。 

由此觀點來看，同處美國安保體系及北韓核威脅下的日本與南韓，理應基於

「威脅平衡」因素，建立緊密連結。申言之，日本及南韓倘是基於「威脅平衡」

建立聯盟關係，那雙方對北韓核武政策的協調應可隨北韓安全威脅升高而有更高

的協調性。 

惟觀察北韓自 1997年開始研發核武以來，尤其 2011年 12月 17日金正恩就

任北韓領導人後，北韓在核武與導彈研發技術的進步，並持續以言語威嚇美日及

南韓等國家，導致東北亞區域不穩定升高的情勢下，日本與南韓在北韓政策的協

調性卻未隨之提升。例如 2017 年年底前北韓持續試射洲際導彈及進行核試驗

下，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及南韓等國家對北韓實施「極限施壓」政策，而南韓政府

卻積極推動與北韓重啟對話，呼籲國際考慮調整對北韓的制裁，日本政府則依附

美國堅持對北韓「極限施壓」。雙方的北韓政策形成一種在美國安保體系協調下

之「想像的共同政策」(imagined of common policy)─本文所指的「共同政策」非

指達到如歐盟此類超國家國際組織，由各成員國共同簽訂條約讓渡部分國家主

權，在追求彼此共同利益下，透過正式程序協調出需共同遵守、具拘束力的政策

(藍玉春，1999)；而是指雙方因現實環境存在共同利益或挑戰，致使雙方考慮透

過合作、協調，在政策上取得一定程度之共同性，以應對相同問題或追求相同利

益。  

從扮演協助政府擬定政策、具有官方色彩的日本、南韓政府智庫學者研究來

看，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戶崎洋史(2016)認為，日本倘要建立一個

有效的對北韓威懾政策只能附屬在以美國為主導之美日及南韓軍事協調合作，透

過三方協調加以落實。南韓統一研究院研究員李奇泰(2019)則主張南韓可對在日

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中提供功能性協助。則可進一步看出兩國對北韓政策的「威

脅認知」與「共同利益」判定不同，其看法亦可在政府決策中見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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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日本及南韓之所以無法在應處北韓核武政策上形成穩

定聯盟關係，關鍵在於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不同。而導致日

本與南韓認知不同的原因，包括兩國對北韓關係基本定位之差異性、彼此區域戰

略地位期待不同等。 

鑒於金正恩上任後，先加大對外武力威脅升高緊張情勢，近期又重啟對美談

判緩和局勢，韓半島情勢波動劇烈，日本與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協調亦有諸多變

化。爰筆者擬觀察 2012 年後北韓核武等對外武力威懾提高下，日本及南韓對北

韓政策的協調有否隨之改變？再進一步與現有理論對話，分析日本及南韓對北韓

之「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為何？兩項因素對日本、南韓在北韓政策有何影

響？隨著北韓情勢緊張或和緩等變化，兩國在「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歧異

會對彼此的北韓政策上產生何種競合樣態？又會使美日及南韓在北韓政策上形成

怎樣的合作關係？ 

貳、文獻回顧 

一、聯盟理論 

  （一）聯盟成因 

國際關係理論之新現實主義認為，面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各國須以自

助方式，保障本國安全與利益。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主張的各國依權力大小對

抗，新現實主義指出，國家會採取結盟方式應對威脅及追求本國安全利益，即建

立所謂「聯盟」(alliance; Waltz, 1978)。綜整新現實主義學者有關聯盟成因的論

述，可分為三大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 (整理如表 1，陳麒安，2008)。 

主張聯盟組成主要是國家行動者追求「權力平衡」的學者認為，國家為保障

本國安全及利益，會透過結盟方式，以維持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而所謂

「權力平衡」─包括尋求某種期望的情勢、維持現狀、保持均等的權力分配、追

求其他型態的權力分配等情形(Morgenthau, 1985)。從 Holsti(1988)所指「結盟是因

為國家能力無法維護國家利益、應對外侮，因而促其與據共同利益者結盟」反

推，當國家本身力量足以應對外侮或結盟成本過高時，國家則不傾向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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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者認為，國家結盟的因素不能全以「權力平衡」概括，認為避免遭受

安全等威脅，亦為國家選擇結盟的因素之一；申言之，本國結盟選擇，關鍵在他

國對本國意圖，而非僅依據他國能力強弱區分(Waltz, 1987)。例如二戰期間，英

國為避免德軍入侵威脅安全，選擇與美國結盟對抗，此結盟成因為「威脅平

衡」，國家會採取結盟對抗他國安全威脅或依附他國避免引發安全威脅(Snyder, 

1990)。 

另有認為，若多以「威脅平衡」作為成因，恐對案例描述失去精確性，提出

國家結盟的因素在於追求「國家利益」，即基於「利益平衡」之結盟

(Mearsheimer, 2001)。此派認為，國家是否結盟的關鍵考量因素在於本國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權衡，並以此選擇是依附強權獲取國家利益，或與其他國家

結盟制衡以保障國家利益(Schweller, 2004)。 

除了前述基於物質面的結盟成因外，另有學者點出「意識形態」(ideology)聯

盟成形亦具有關鍵影響因素。例如信仰共同之意識形態下，需付出意識形態義

務；意識形態接近的國家彼此較不會相互征伐，且會合作捍衛共同意識形態，彼

此結盟亦有助強化其在國際之正當性等(Walt, 1987)。惟部分學者強調，物質因素

對聯盟成因的影響遠高於非物質因素的意識形態，換言之，意識形態可視為是

「聯盟」之黏著或剝離劑(Mearsheimer, 2001)。 

 

  

表 1 

新現實主義有關聯盟成因之討論 

因素 成因 重要學者 定義 

物 

質 

權力 

平衡 

Morgenthau 

(1985) 

若干國家追逐權力，各自試圖維護現狀或推翻現狀，勢必

導致所謂權力平衡的態勢和旨在維持這種態勢的政策。當

國家為了追求權力，但本身的力量並不足以實現其目標

時，便會考慮與其他國家聯盟合作。(依附強國) 

威脅 

平衡 
Walt(1987) 

國家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力大小」來判斷

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聯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

抗。 

利益 

平衡 

Schweller 

(1996) 
國家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依附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 

非 

物 

質 

意識 

形態 
Walt(1987) 

相同意識形態國家較不易發生戰爭，彼此意識形態類似國

家之結盟有助國強化在國際社會之正當性。惟儘管物質因

素為聯盟主要成因，但意識形態有助強化/削弱結盟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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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瓦解 

Liska(1962)指出，結盟存續的關鍵除兩結盟國彼此「共同感」(sense of com-

munity)之強度，結盟的成本效益亦為重要關鍵，畢竟加入同盟的另一層面是國家

政策自主性的受限。Morgenthau(1985)認為穩固聯盟的利益應是具體、有限的利

益。Waltz(1987)則擴大將戰爭獲勝之利益分配、共同敵國威脅下降、聯盟國內政

紛擾等均列為聯盟瓦解之可能因素。 

惟就共同敵國威脅下降導致聯盟瓦解解釋，由於因冷戰成立的北約組織，未

因蘇聯崩潰而瓦解，新自由主義學者對此批評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忽視了「國際制

度」之影響，關鍵應是制度本身的功能性決定聯盟的持續性(Keohane, 1988)。 

Walt(1997)重新修正導致聯盟瓦解因素指出，包括對威脅認知改變、盟國彼

此信任度、國內政治壓力等都可能使聯盟不因共同威脅消失而瓦解，但相反，若

共同威脅仍在，聯盟彼此也可能因前述三個因素而提前瓦解。 

  （三）威脅認知 vs.共同利益 

針對前述理論指出，影響聯盟成型或瓦解的關鍵之一為雙方是否有共同威脅

或有共同利益，學界對此有另外的討論。 

首先，威脅牽涉到雙方對威脅的認知，即「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 )。

即受威脅國對威脅方行為的解讀，換言之，此為一主觀心理推論(Knorr, 1976)。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此主觀心理推論，存在因決策者無法避免的認知侷限產生錯

誤認知，而誇大另一方敵意，導致威脅認知產生，再影響到其行為。楊雯婷

(2017)從政府決策觀點切入，提出「威脅認知雙層構造」，指出一國的「威脅認

知」是在國內社會及決策者個人主觀認知下形成的「雙層認知結構」，而非決策

者片面的認知可壟斷。另有學者分析影響威脅認知的外部變因指出，雙邊倘有共

同的「認同」(identity)將可減少彼此對威脅的認知，亦即某方本身的政治文化、

宗教等背景，會影響其對另一方威脅之認知；此外，而若一國在軍事力量提升處

於劣勢，則會導致其「威脅認知」升高(Rousseau &  Garcia-Retamero, 2007)。 

從學者觀點來看，日本、南韓雖同處北韓的安全威脅下，但雙方在民族、文

化導致的社會認知差異，例如南韓在意識到北韓威脅同時，亦與其有共同之民族

認同等，進而影響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之差異。行動者的行為除受到威脅認

知的影響外，雙邊認為的「共同利益」歧異，亦會牽動行為者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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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則牽涉國家彼此結盟所能獲得之利益、

權利等，主要屬物質因素(王逸舟，2002)。部分學者以「威脅認知」及「共同利

益」兩項因素，分析國家的行為選擇及兩國間安全合作可能性，如在兩國對彼此

「威脅認知大、共同利益多」或「威脅認知小、共同利益少」情況下，雙方傾向

採有限合作；而「威脅認知仍大、共同利益少」時，雙方不傾向合作；「威脅認

知小、共同利益大」則最有利雙方合作(楊恕、王樹森，2018；李昭賢，2018)。 

針對北韓議題部分，西方及日本學者傾向將「日本及南韓合作應對北韓威

脅、維護雙邊安全」視為雙方「共同利益」，認為北韓緊張情勢的升高將會提升

兩國的安全合作(Sakaki, 2019；Tosaki, 2017)。南韓學者則視「抗衡北韓安全威脅

為日本及南韓共同利益」，更傾向將「南韓可利用促北韓與各方和談提升其區域

影響力」看作其利益(Lee, 2019)。換言之，日本、南韓就北韓議題的「共同利

益」並非完全一致。 

二、小結 

從理論來看，影響同盟關係穩定與否因素包括─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不同、

彼此有不同利益思考、國家社會輿論及決策者主觀認知、聯盟之國際制度成熟

等。 

筆者觀察日本與南韓的北韓政策，認為導致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分

歧，難形成穩定政策同盟之主因為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歧

異。為驗證此假設，筆者進一步分析雙方認知上存在何種差異性，及造成差異的

原因。自變因設定為日本與南韓內部因素之─「對北韓核武議題認知威脅差異」

及「對北韓共同利益期待」；依變因為「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不同」(研究

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日本、南韓
對北韓政策
之同床異夢 

日本、南韓對北
韓共同利益期待 

日本、南韓對北韓
威脅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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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因分析包括日本及南韓在對北韓核武政策上不同，此部分從日本及南韓

官方文件、領導人及官員有關北韓核武政策發言及立場作為。自變因部分，筆者

從內外環境分析日本與南韓會對北韓「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為何出現歧

異，進而導致雙方北韓核武政策的「同床異夢」，筆者認為，由外到內因素可包

括北韓本身對日韓威脅強度與頻繁度、日韓關係、日韓地緣戰略利益考量(安全預

期心理或利益期待)、日韓執政黨政策偏好、日韓領導人性格及政局穩固等。其

中，「戰略利益考量」與「政局環境」又為主要影響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

立場的因素，牽制兩國在北韓核武的合作可能性。 

此外，針對可能的區域外國際影響力部分，筆者認為，儘管日本與南韓因分

別與美國形成安保同盟，加上美方對兩國的軍事及外交政策均具一定影響力，雙

邊政策的合作一定程度須考量美方態度。惟，考量冷戰後、911 事件等重大情勢

變化，致美方相對東北亞安全更關注中東區域情勢，故倘北韓非嚴重威脅美國本

土安全或其與兩方之安保同盟下，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合作與否仍主要

取決兩國各自政策之影響─即兩者對北韓的「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 

參、實證分析 

本文研究目的為探討日本及南韓對北韓「威脅認知」之看法，爰以金正恩上

任以來的核試、導彈/火箭炮試射等數量變化作為威脅程度高低判准(如圖 2)，並

分為三個時期，觀察這三段時期日本、南韓政府對北韓核武政策的看法。以下各

節依不同時期的北韓威脅高低、日本及南韓對北政策、導致日本及南韓政策差異

因素，分別介紹之。 

一、北韓威脅程度偏低期(2012-2013) 

   （一）北韓情勢 

2011年 12月 17日金正日過世，北韓領導人由其子金正恩接任，惟金正恩面

對的執政環境與前兩任領導人有極大差異，導致其在作為上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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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金正恩上任後核試驗及導彈/火箭彈試射情形(2012-2019) 

資料來源：Nuclear Treat Initiative(NTI)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cns-

north-korea-missile-test-database/。圖為作者自製。 

內部環境上，首先，由於金正日在 2000 年左右對原本屬意的接班人選金正

男作為不滿而改立接班人，並要求出國留學多年的金正恩返國準備接班。惟金正

恩直至 2010年 9月才獲得重要黨職，提升黨內接班地位；但金正日 2011年底即

逝世，金正恩實際接班準備期僅約 1 年多，相對金正日時間短，第二，金正恩並

未與父親金正日具有同樣培訓歷程─即長期在國內、黨內訓練。第三，金正日為

幫助金正恩政權穩固，安排其姑姑金淑姬與姑丈張成澤等前朝重臣輔佐其繼任，

對其完全統治產生掣肘(張娟瑄，2019)。 

國際環境部分，金正恩原本期待中國大陸領導人可以到訪北韓(張少文，

2013)，凸顯中國大陸與北韓的血盟關係，協助其穩固國內政權，但陸方則考量到

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調整，對北韓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外交政策，強調與北韓為

正常國家關係(中國大陸外交部，2013)，並與美日及南韓等國維持良好外交關係，

因此不斷降低與北韓高層外交程度與頻率。此外，又加上北韓鑒於利比亞領袖格

達費放棄核武與西方談判而遭政變的案例，以及美日及南韓對北韓軍事威脅隨北

韓挑釁增加而強化。 

受到國內外壓力齊發下，金正恩除對內肅清政敵外，亦開始透過核試驗及不

斷提升核武及導彈技術，藉以鞏固內外形象與地位穩固。從金正恩歷年的職稱變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導彈/火箭彈等 5 4 18 14 23 16 0 13

核試驗 0 1 0 0 2 1 0 0

總數量 5 5 18 14 25 17 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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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關鍵重臣張成澤 2013年 12月 12日遭處決來看，金正恩直到 2013年底，黨

內領導地位才逐漸基礎穩固地位。 

   （二）日本態度 

第一時期(2011-2013)中，由於日本政府出現輪替，因此個別分析兩任政府的

北韓核武政策。 

首先，2011年 12月 17日金正恩上任後至 2012年 12月下旬前，為由日本民

主黨野田佳彥擔任首相期間。其初期政策(2012 年以前)傾向與中國大陸尋求合作

解決北韓問題，如在金正恩甫上任之初即訪中會晤時任中共總理溫家寶，促請中

方勸說北韓及表達盼恢復六方會談 (日本外務省，2011；中國大陸外交部，

2011)。惟 2012年後，隨著北韓數度試射火箭(4月 13日、12月 2日)等升高挑釁

作為，野田政府因國內不滿對北韓政策過軟下，政策轉趨強硬，除向北韓提出強

烈抗議、與美方加強溝通外，亦表示將與各國聯手強化制裁方案(BBC, 2012)。 

2012年 12月 26日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接任，其北韓政策一度操作兩

面手法，一手強硬支持安理會對北韓 2012 年 12 月的發射人造衛星進行制裁、同

意美方增加在日本境內的雷達設施、於周邊海域部署驅逐艦防範(Burke, 2013；

Dudley, 2013)；另則於 5月 14日派遣特使飯島勛嘗試緩和日本與北韓關係。惟隨

著北韓挑釁持續升高、美方施壓日本對北韓政策與其一致等(BBC, 2013)，安倍政

府最終在北韓政策上轉趨強硬。 

   （三）南韓態度 

金正恩第一時期南韓同樣面臨政權交接，惟南韓為同一政黨執政。2013 年 2

月 25 日之前的李明博治理期間，當時兩韓關係因李明博的北韓政策引發平壤當

局不滿，雙方關係降至冰點；李明博並於 2012年 1月初─金正恩接任之初，訪中

尋求雙方在北韓政策之共識(韓國中央日報，2012；中國大陸外交部，2012)，惟

首先是金正恩上任不久南韓即面臨大選，李明博面對任期尾聲，無意有積極作

為；另方面則因兩韓關係不佳，南韓亦難有操作空間。整體來看，李明博與金正

恩任期重疊期間的北韓政策，並沒有積極、明顯作為。 

2013 年 2 月 25 日朴槿惠接任後，其北韓政策相對李明博和緩，惟北韓仍認

為此僅是李明博政策之翻版，雙方關係無改善徵象，南韓操作空間有限。面對北

韓持續挑戰，朴槿惠最終仍增強與美國軍事合作(Landler and  Sang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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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結 

比較第一時期日本、南韓對北韓政策的態度，兩國雖同樣一方面在金正恩上

任初期即訪問中國大陸，盼尋求中方抑制北韓作為；另則嘗試對北韓釋出善意，

期待其緩和核武研發等挑釁政策。惟隨著金正恩持續挑釁，日本及南韓開始尋求

國際管道，包括支持安理會制裁、與美加強軍事合作、呼籲國際施壓北韓等方

式，對其政策轉趨強硬。 

雙方的北韓政策走向雖相近，惟雙方橫向聯繫、協調程度相當低；換言之，

無論是日本及南韓與美、中國大陸與北韓就朝鮮半島問題協調形成的戰略三角(如

圖 3所示)，均是呈現羅曼蒂克三角或單位否決型(Dittmer, 1987)。 

羅曼蒂克型(romantic triangle) 單位否決型(unit veto) 

 
美國與日本、南韓關係為「親善」，日本

與南韓關係為「敵對」。此時期美國角色

為「樞紐」，日韓則為美國之「側翼」。 

 
中國與日本、南韓關係為「親善」，日本

與南韓關係為「敵對」。此時期美國角色

為「樞紐」，日韓則為美國之「側翼」。 

 

 

 

 

 

 

 

 

 
ABC三國彼此雙邊關係均為「敵對」，角

色同為「敵人」。 

圖 3  日本與南韓分別和美、中、北韓就韓半島問題協調形成之戰略三角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正自吳玉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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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日本及南韓此時期就北韓核武政策橫向聯繫偏低因素，從雙方對北韓核

武等挑釁作為的反應來看，日本及南韓均感受到北韓安全威脅，「威脅認知」並

非影響其無法結盟主要因素。 

相對的，考量 2011年 8月李明博在南韓國內壓力下提出慰安婦歷史問題、隔

年 8月登上獨島/竹島、2013年 2月日本再舉行「竹島日」紀念活動等，致使日本

及南韓關係急轉直下發展顯示，日本及南韓無法對北韓核武威脅形成同盟之關鍵

受制於雙方國內因素，且主要在內部民意壓力。即雙方在北韓問題上雖有相近的

「威脅認知」，但由於日本及南韓關係惡化，合作應處北韓問題無法成為雙方之

「共同利益」。 

二、北韓威脅程度升高期(2014-2017) 

   （一）北韓情勢 

2014 後，隨著金正恩權力穩固後，其開始加速發展核武及導彈技術，挑釁次

數快速攀升。在 2014至 2016年中，北韓著重在導彈技術研發；2016年後則開始

強化在核試驗上。 

在 2014 至 2017 年間，北韓對外挑釁作為除相對金正恩就任初期呈現超過 3

倍的挑釁次數，其核試驗更進入氫彈試驗階段，核武及洲際導彈技術漸趨成熟，

對日本及南韓及雙方共同盟友─美國之國土安全均造成高度威脅。其中，2016 年

宣稱成功的氫彈試驗更促各方開始就北韓問題上升高協調力度。 

   （二）日本態度 

面對北韓急速升高的核武技術及飛越日本本土或落入日本經濟海域的導彈試

射，均在在升高日方對北韓安全威脅之認知。安倍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後，安全

政策採取「積極和平主義政策」，包括在 2013 年底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確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通過新的「防衛大綱」(原鄉城治，2014)。透過此一

系列操作，安倍強化美日同盟關係，用以應對北韓核威脅及中共軍事力量提升。 

而北韓 2016 年後的三度核試射，安倍政府發言立場持續升高譴責力度，從

2016年 1月核試強調此為重大威脅，到後來明確稱核試係對日本安全構成重大威

脅、嚴重損害地區和國際社會和平安全，決不會容忍(日本首相官邸，2016)。 

在國際實際作為上，2016 後日本一則持續強化與國際協調，支持安理會通過

更嚴苛的制裁案，呼籲完全落實安理會決議，應對北韓「施加最大壓力」，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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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北韓應「完全無核化」。再則與美方強化軍事合作，增加購買軍武，升高軍

演規模及強度，配合美方推出其他制裁方案，加強北韓周邊海域走私等，強化對

北韓施壓。最後，除在美國協調下強化美日及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並開

始單獨與南韓領導人、國安會首長通話，協調對北韓政策(詳見表 2)。 

表 2 

2016年後日本、南韓領袖、國安首長、外長就北韓問題加強會晤情形 

年度 2016 2017 

會晤

情形 

3/31日本及南韓美領袖峰會 

8/4日本及南韓美六方會談代表

電話會談 

2/16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2/28日本及南韓美六方會談領袖會議 

3/6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3/6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4/5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4/28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5/14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5/14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5/21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5/29日本及南韓副外長電話會談 

5/30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7/4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7/29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7/29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7/31日本及南韓美領袖會晤 

8/7日本及南韓美外長會 

8/25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8/29日本及南韓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8/29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8/30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9/3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 

9/4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9/7日本及南韓外長會 

9/7日本及南韓領袖會 

9/15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9/15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11/29日本及南韓美北韓政策代表電話會談 

11/29日本及南韓外長電話會談 

11/29日本及南韓領袖電話會談 

次數 
日本及南韓美：2次 

日本及南韓：0次 

日本及南韓美：9次 

日本及南韓：20次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p/page24_000694.ht

ml。表為作者自製。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p/page24_000694.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p/page24_000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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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作為上，日方甚至在二戰後再次觸發防空警報及舉行防空演習等(BBC, 

2017)，升高國內對北韓威脅之警覺。總地來看，此一時期，日方對北韓核武的

「威脅認知」顯著提升，日方並開始與南韓政府協調對北韓政策。 

   （三）南韓態度 

2013 年後，隨著北韓威脅的升高，朴槿惠政府雖在對北韓政策上加強與美方

合作、升高對北韓的反制；惟仍試圖透過舉行高層會談(2014年 2月 12日，南韓

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奎顯、北韓勞動黨統戰部副部長元東淵)、離散家庭團聚

(同年 2月 20至 25日)等，盼緩和兩韓緊張關係(韓聯社，2014)。 

然而，2016年 1月北韓再起的多次核試驗及導彈威脅，韓方一方面面臨來自

美、日等盟友的安全合作壓力，另方面其亦感北韓威脅升高。 

南韓同樣支持安理會通過相關制裁決議，並與美日合作查禁走私、落實制

裁；另亦升高美韓軍演強度，增加向美購買武器。韓方並在美壓力下，於 2016

年 11 月同意與日方簽署「日本及南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2016 年 7 月更在中

方反對且未與中方事先溝通下，正式宣佈將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 

其後，朴槿惠雖面臨彈劾壓力，並於 2016 年 12 月遭彈劾下臺，惟其最後任

期內及代理總統黃教安，對北韓政策仍是在美方協調下與日方合作，政策維持強

硬。 

2017 年 5 月 10 日，南韓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屬於左派的文在寅，有意對

北韓採取 1998 至 2008 年金大中、盧武鉉的「陽光政策」，主張與北韓對話，進

行外交談判，並推動聯合經濟項目的緩和兩韓關係。 

儘管南韓的北韓政策一度因北韓 2017 年再度核試及持續導彈試射等挑釁，

文在寅稱將持續與國際合作嚴懲北韓，並持續強化與美、日協調對北韓採取強硬

政策。惟文在寅仍嘗試與北韓溝通，甚藉舉辦平昌冬奧機會，對北韓釋出共同出

場、促成兩韓高層會晤等緩和雙邊關係善意(韓聯社，2017)。 

比較朴槿惠與文在寅對北韓政策，雙方雖均盼緩和與北韓關係，惟一方面因

平壤當局對朴槿惠右派政黨政策不信任，相對更願意與左派的文在寅政府談判；

另方面因朴、文政府對美國與北韓的政策走向不同，朴槿惠立場相對「親美遠

朝」，而文在寅則傾向「友美親朝」，並有意建立對北韓政策主動性。故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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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威脅仍高情況下，文在寅政府相對有耐心亦有利基促北韓調整政策，進而開

取得 2018年後在區域地位的外交地位優勢。 

   （四）小結 

比較第二時期的日本及南韓在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隨著北韓核武威脅的升

高，雙方除在美方的協調下強化合作，日方亦主動主導與南韓互動。此時期，日

本及南韓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均升高，雙方並維護國內及區域安全成為兩國

「共同利益」，故日本及南韓不但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共識，以減少雙邊分歧，並

同意成立「和解與治癒基金會」，並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從另一角度看，儘管此時期日本及南韓民眾均不滿雙方政府在慰安婦議題達

成之共識，惟鑒於北韓安全威脅的急速惡化及美方加強協調下，不滿情緒尚不致

影響日本及南韓在北韓政策之合作，日本及南韓關係明顯轉好。 

隨著南韓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後，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政策之協調面臨來自南

韓領導人及其政黨主觀認知，與金正恩對南韓新政府期待而願調整政策等影響因

素升高。故，一方面文在寅就任初期面對北韓挑釁未歇，卻仍因其個人認知及政

黨傾向，堅定主張與北韓對話、談判，緩和兩韓關係，形塑兩韓一體民族氛圍

等。平壤當局也在 2017 年年終時回應南韓善意，兩韓關係出現似緩和曙光。惟

此時期，情勢轉變仍僅限於兩韓，尚未擴及北韓對美日之政策調整，故美日仍堅

持對北韓實施極限施壓政策。 

此一時期，隨著北韓情勢的不斷拉高，且有持續升高可能，尚未見和緩徵象

時，日本與南韓對北韓的政策協調性也隨之升高。惟隨著情勢緊張陷入僵局，各

方均不願退讓時，南韓開始轉向對北韓釋出善意，以避免區域情勢真的走向戰

爭，日本及南韓對北韓的「共同利益」分歧開始變大，雙方合作已有從高點開始

下滑徵象。 

三、北韓威脅程度轉低期(2018-2019) 

   （一）北韓情勢 

2018 年初兩韓關係緩解，金正恩於新年講話中強調，北韓已完成核武建置；

同年 4 月的勞動黨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再次指出北韓核武已完成，未

來核試驗及中長程導彈之試驗已不需要，接下來將重視經濟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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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一整年中，北韓停止核試驗及導彈試射，並與韓、中、美、俄等

國領袖會晤，營造韓半島情勢已緩和氛圍。惟 2019 年後，隨著美國與北韓談判

陷入僵局，北韓再起火箭彈試射，惟除威脅作為之程度已相對過往克制，北韓亦

保有談判空間。 

   （二）日本態度 

安倍政府在第三階段的北韓政策出現三度立場變化─第一階段，在 2018 年中

期前，包括兩韓峰會順利舉行且兩韓關係持續改善強化、北韓透過南韓向美方釋

出願意舉行「川金會」意願、時任美國中情局長的蓬佩奧(Mike Pompeo)悄赴北韓

會晤金正恩等顯示北韓情勢出現和緩徵象時期。面對美國與南韓已就推進北韓議

題轉好強化合作時期，安倍仍積極多次透過訪美、與美國及南韓領袖通話呼籲美

國與南韓在對北韓政策上應維持一致極限施壓及重申應實施「完全、可檢驗且不

可逆的無核化」(日本外務省，2018)。 

而隨著該年 5月 9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赴北韓接回 3名被釋放的美

國公民並證實將推進第一次「川金會」及 6 月「川金會」順利舉行，安倍開始調

整對北韓政策，表示企盼與北韓舉行「日朝峰會」，並積極與美、中、韓領袖溝

通，希望將日人綁架議題納入(日本外務省，2018)，以維持日方在此議題之重要

性，並提高「日朝峰會」舉行籌碼。 

2018 年 6 月及 2019 年 2 月的兩次「川金會」，美國與北韓因持續無法在

「無核化」、解除經濟制裁等分歧上凝聚共識，致使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北韓並

再起火箭彈、導彈引擎試驗等低度威脅。安倍則再調整對北韓政策，除譴責北

韓，強調絕不容挑釁；並藉 2019 年 12 月之中日本及南韓領袖峰會國際場合，強

調應完全履行安理會對北韓制裁案及北韓完全無核化之重要性，有意以此回應中

俄同月在安理會提出的放寬對北韓制裁案(日本外務省，2019；中國大陸外交部，

2019)，與南韓在北韓政策上再度走向不同路線。 

   （三）南韓態度 

相對日方態度變動幅度，文在寅自上任後均穩定保持對北韓和緩態度，並掌

握 2018年情勢趨緩時，積極推進兩韓關係，舉行 3場兩韓領袖峰會及簽署多項協

議(詳見表 3)。相關操作促成其在各方間斡旋北韓問題，提升其在該議題及區域影

響力，獲取「外交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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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年後兩韓領導人會晤情形及重要成果 

日期 地點 重要成果 

2018.4.27 
板門店南韓一側之

和平之家 
簽訂「板門店宣言」，宣布重啟兩韓交流。 

2018.5.26 
板門店北韓一側之

統一閣 

北韓承諾將與美直接談判，同意強化兩韓合作

關係。 

2018.9.18-20 北韓平壤 
簽署「平壤共同宣言」及「旨在履行歷史性的

板門店宣言的軍事領域協議書」。 

資料來源：整理自韓聯社新聞資料，表為作者自製。 

面對北韓情勢和緩及威脅再起，立場均較穩定，最強硬僅表示此有違反安理

會決議之虞，此或增加與美談判難度等，其餘除高層未做回應外，則僅稱對北韓

威脅表示遺憾，呼籲遵守兩韓「919 軍事協議」；另亦在情勢和緩時，表示願協

助安倍促「日朝峰會」順利舉行(韓聯社，2018)。 

針對近期北韓威脅再起，文在寅亦仍持續透過外交管道釋出金正恩訪韓、再

開兩韓領袖峰會期待，對北韓政策未明顯轉向強硬。而對於中俄在安理會提出的

放寬制裁議案，文在寅則保留表示，北韓情勢需各方努力，未若安倍立場強硬(韓

聯社，2019；中國大陸外交部，2019)。 

   （四）小結 

針對第三時期，日本及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之協調，因受北韓情勢漸趨緩和

但仍有些微升高，日本立場變動相對韓方劇烈。此時雙方因對北韓「威脅認知」

及彼此「共同利益」之差異性，致雙方合作有許多變化。 

從一開始情勢趨緩下，南韓因對北韓「威脅認知」相對日本低，且期待從北

韓議題獲取「外交利益」，採取和緩立場，而日本則保持強硬立場。而隨著和緩

走向穩定，日本開始釋出願舉行「日朝峰會」意願，南韓亦表示願協助日方，日

本與南韓政策開始出現協調、一致性也提高。而到近期北韓武力威脅動作再起，

日方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及重視「安全利益」升高，日本與南韓對北韓政策再

出現較大分歧；惟此一階段日本與南韓因「徵用工」歷史爭議問題致關係急速惡

化，日本或南韓積極向另一方尋求在北韓政策之合作、協調則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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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合作之擺盪 

檢視 2012 年以後，日本及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為何無法形成穩固同盟關係

現象，在政策上呈現「想像的共同政策」。 

首先，日本及南韓形成北韓核武政策聯盟之關鍵是同時具有「威脅認知」與

「利益認知」，前者是雙方對北韓威脅具有相同或接近的強度認知，後者則是雙

方對於如何看待北韓對於其之利益(區域安全利益、區域議題主導地位)。 

就「威脅認知」部分，可從北韓作為及其與日本及南韓關係分別分析。「北

韓作為」面向─北韓在 2018 年前的挑釁，相對多是直接威脅日本安全，例如導彈

試射落入日本經濟海域、飛越日本本土、針對美軍駐日基地；再加上安倍政府外

交政策相對南韓文在寅政府更依附美方，美軍在日本有更多部隊進駐且多使用高

科技武器，故不僅北韓對日方態度相對強硬，倘北韓挑釁亦威脅美方時，日方亦

傾向採強硬回應。 

北韓與日本、南韓關係上，日本與北韓迄未簽署基本關係條約，雙方仍在歷

史問題、日人遭綁問題存在諸多難解齟齬，且兩國互信度亦相對更低；而兩韓關

係則因雙方為同一民族，政策相對保留，且會隨政黨輪替有不同強度之互信。亦

即，日本在對北韓之「威脅認知」部分，相對南韓來的強烈。 

「共同利益」部分，日本與北韓分屬兩民族，雙方在歷史上多次為敵對關

係，且二戰迄今仍未完成關係正常化談判並建交，致北韓問題之於日本主要的利

益在於其對日本本土及區域安全的影響。加上政治體制、分屬國際陣營的差異，

日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受制美國，能操作政策空間有限。故北韓對於日本來說，首

先在安全性本身即有「安全利益」偏高問題；再者，日方可以透過操作北韓威脅

議題，強化與美方同盟或提升其安全政策的自主性(簡要說明請見圖 4)。 

而相對來看，北韓問題之於南韓的主要利益則趨於多元，雙方不僅屬於同一

民族，且一方面北韓相對日本更願意對南韓釋出善意，並同意讓南韓協助其處理

部分外交談判安排。另方面南韓政府亦企盼透過北韓議題操作，提升其在區域影

響力，在情勢和緩或左派政府執政下，北韓之於南韓的「外交利益」甚至會凌駕

於「安全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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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本、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同盟受牽制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認為，影響日本及南韓會否在北韓政策合作的關鍵，主要在於北韓對外

採取武力威嚇或和緩談判策略。亦即北韓情勢是緊張或和緩影響日本、南韓當下

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之認定(變動情形如表 4、圖 5)。 

由於，南韓長期相對日本對北韓「威脅認知」偏低，且「外交利益」對比

「安全利益」比日本偏高，故當北韓情勢走向「和緩初期(出現徵兆)」或「緊張

後期(走向僵局)」，南韓傾向採取更積極的和緩政策作為，並有意藉扮演美國與

北韓談判協調者提升其對外影響力。甚至，在北韓情勢已轉向「緊張初期(出現徵

兆)」及「和緩後期(陷入僵局)」，美日並已在北韓政策上趨向合作，南韓的政策

光譜上仍較偏好採和緩立場。 

而倘北韓情勢轉向「緊張初期(出現徵兆)」或「和緩後期(陷入僵局)」時，重

視「安全利益」、對北韓「威脅認知」高的日本則偏好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會

積極向美方尋求政策合作；此時日方是否主動向南韓協調對北韓政策，則受雙邊

關係好壞影響，惟無論日方是否主動向南韓尋求協調可能，南韓對北韓之政策仍

會保持其原本的偏好，受日本影響低。另也由於日本在北韓議題的「威脅認知」

高及重視「安全利益」，故在北韓情勢處於「和緩初期(出現徵兆)」及「緊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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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陷入僵局)」，美國與南韓加強政策協調性時，日本的政策仍會相對偏向強

硬。 

又若北韓情勢進入「和緩」或「緊張」的「中期 (穩定、仍有再發展可

能)」，由於情勢並無轉向另一方向的徵象或已陷入僵局促各方有調整契機，日本

及南韓對北韓的「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的歧異相對縮小，故美日及南韓會

形成較穩固的政策同盟關係，日本及南韓甚至可能在其中主動尋求政策協調。 

表 4 

美日韓因北韓情勢變化之合作選擇 

期程 
北韓情勢 

和緩 緊張 

初期(出現徵兆) 美韓合作 美日合作 

中期(穩定、仍有再發展可能) 美日韓合作 美日韓合作 

後期(陷入僵局) 美日合作 美韓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5  美日韓就北韓政策合作波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聯盟理論再思考 

總得來說，日本、南韓對北韓「威脅認知」及「共同利益」界定不同，進而

影響雙方就北韓核武政策形成同盟關係，導致雙方對北韓政策為「看似一致，實

則分歧」的「同床異夢」。 

緊張/和緩初期                       緊張/和緩中期                              緊張/和緩後期 

合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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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聯盟理論」角度來分析日本、南韓能否對北韓政策形成政策同盟的問

題。從現有理論來看，「威脅平衡」此一聯盟成因雖似可作為分析日本與南韓是

否能形成政策同盟，惟觀察兩國就北韓核武政策的合作協調出現的歧異，或應增

加思考雙邊之「共同利益」。申言之，北韓核武威脅雖有助兩國基於「威脅平

衡」建立政策同盟之聯盟關係，惟因雙方在「共同利益」上難取得長期一致性，

日本與南韓就北韓核武政策形成的聯盟關係隨情勢變化大，無法形成長期、穩定

之聯盟關係。 

由於雙方在北韓核武政策上的聯盟關係處於變動狀況，故基於現有聯盟理論

思考日本及南韓對北韓核武政策之聯盟時，或可更深入分析北韓情勢究竟處在和

緩或緊張的初期(出現徵兆)、中期(穩定、仍有在發展可能)、後期 (陷入僵局)，以

及日本、南韓本身對於北韓的「威脅認知」與「共同利益」(偏好「安全利益」或

「外交利益」)之歧異與變化。透過此些分析，或許才能與「聯盟理論」有更好的

對話，更能理解為何日本與南韓在美國安保政策的協調及北韓武力威脅下，兩國

對北韓政策仍有諸多差異。 

除此之外，從政治社會理論來看，Anderson 詮釋的民族主義指出，民族是

「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為意識形態的建構，透過主觀定義迴避民族的「客觀特

徵」。觀諸日本、南韓、北韓各自的歷史，以及韓戰後的國民教育文本，日本與

兩韓被視為兩種不同民族的主觀不斷被強化，加上雙方基於對殖民歷史的不同詮

釋，更使得日本與兩韓的主觀分立性持續強化。而南北韓雖然因政體分隔致雙方

的歧異性拉大，惟雙方仍透過憲法、教育文本、領導人意識、社會輿論等，限制

雙方分裂為不同民族的想像可能性。 

因此，在日本、南韓、北韓對彼此民族「想像的共同體」之異同影響下，日

本將相對南韓對北韓核武的「威脅認知」更加強烈，南韓則會因「民族的共同想

像」致使「威脅認知」相對較弱。而日本就北韓議題的「共同利益」將更多侷限

在安全層面，相對南韓在北韓議題的「共同利益」則會因兩韓民族「想像共同

體」，存在更多可能性，範圍從安全擴及外交面向，導致雙方對北韓核武政策呈

現「想像的共同政策」(imagined of comm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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